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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5 月搭载“北斗”渔业调查船、使用渔拖网的采样方式, 在整个黄海及东海北部进行

系统的走航式大面调查, 记录了 30°N—39°N 海区内的大型水母种类组成、伞径大小及生物量分布, 

估算和比较了大型水母与其它渔业生物的生物量。结果表明, 5月整个调查区, 大型水母的总生物量

估算值 5.9万 t, 绝大部分由黄海中部的多管水母和洋须水母生物量贡献所致。出现的大型水母种类

伞径分布呈单峰型。不同种类的水母分布具有明显地理区域和水文偏好性。其中, 洋须水母主要分

布于黄海中、北部 50m水深以深水域, 多管水母主要分布于黄海中部 50m水深以浅的西侧以及整个

东海北部; 沙海蜇多为幼体, 分布于黄、东海交汇区 31°N—33°N 间; 霞水母较为集中出现于 31°N

以南、123°N 以西近海。各水母种类的高密区的底层水温按洋须水母、沙海蜇、四叶小舌水母、霞

水母呈升高趋势。东海多管水母分布区底层水温与沙海蜇相近; 黄海多管水母分布区的底层水温较

洋须水母略高。沙海蜇和四叶小舌水母较其它水母的适温范围宽。霞水母和洋须水母处于相对高盐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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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 黄、东海大型水母季节性旺发已近

于常态(Dong et al, 2010)。由于许多大型水母旺发季

节多处于鱼类种群补充、生长繁殖时期, 它们通过与

渔业生物的捕食竞争、生存空间的挤占等生态交互作

用 , 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海洋生物群集结构及食物链

的营养途径(Jiang et al, 2008; 江红等, 2010); 水母旺

发还损坏渔具(周永东等, 2004)、引起鱼类捕捞资源

量可能下降(严利平等, 2004; 丁峰元等, 2005; 单秀

娟等, 2011), 直接影响黄、东海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

资源产出和服务功能、以及正常的渔业生产活动。此

外, 黄、东海出现的大型水母中, 海蜇和沙海蜇还是

很重要的渔业捕捞对象, 如 2013 年沙海蜇的捕捞产

量达 50万 t (李建生等, 2014)。因此, 开展黄、东海

自然海域的大型水母类种类组成和资源分布的长期

监测,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黄、东海大型水母数量变动

规律, 促进水母旺发所引起的生态影响评估研究, 而

且对渔业资源预测、预报和指导渔业生产也有着极为

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十年来 , 围绕着黄东海大型水母的时空分布

及物理驱动机制、种群动态、水母旺发引发的渔业资

源效应和生态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已见于诸多国内外

报道(严利平等, 2004; 周永东等, 2004; Yoon et al, 

2008, 2014; 单秀娟等, 2011; 王世伟等, 2012; 张海

彦等, 2012; 罗晓凡等, 2012; Zhang et al, 2012; Shi et 

al, 2015)。特别 2011年启动的中国水母 973项目对黄

东海大型水母的群落结构及关键种种群动力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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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的研究。黄海和东海旺发的大型水母种类主要

有洋须水母、沙海蜇、霞水母、海月水母和多管水母

等(周永东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5; 王彦涛等, 2012; 

Zhang et al, 2012)。上述水母的生态习性及种群分布

特点各有不同。其中, 沙海蜇对生态系统、渔业生产

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 (严利平等 , 2004; 李建生等 , 

2015), 因而黄、东海大型水母研究更多集中于沙海蜇

旺发的夏、秋两季而展开(丁峰元等, 2007; Yoon et al, 

2008, 2014; 李建生等, 2009, 2014, 2015; Moon et al, 

2010; Toyokawa et al, 2012; Xu et al, 2013; Kitajima et 
al, 2015; Sun et al, 2015)。而在许多大型水母快速生

长和数量增加的春季(3—5 月), 相关数据积累较少, 

仅在少数文献中有所体现(程家骅等, 2005; Zhang et 

al, 2012; Sun et al, 2015)。 

作者于 2015 年 5 月使用渔拖网的采样方式, 在

整个黄海及东海北部进行了系统的走航式大面调查, 

记录了 30°N—39°N海区内的大型水母种类组成、形

态特征及生物量分布, 结合水母 973项目研究基础、

对此季大型水母与其它渔业生物的生物量进行了评

估和比较。本次调查范围广, 涉及大型水母旺发的主

要区域 , 调查时间属于大型水母沙海蜇种群旺发的

补充期和霞水母旺发初期。此次调查分析结果不仅有

助于系统刻画春季黄海和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的分布

格局, 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 促进黄、东海大型水母

生物生态学特征参数的长期积累; 还为深入开展大

型水母旺发机理研究、资源预测和预报, 评估其对渔

业生态环境和渔业生产的影响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

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采集 

2015 年 5 月 6—28 日, 依托农业部“黄渤海渔业

资源调查”专项, 搭载渔业科学调查船“北斗”号, 在

整个黄海中央水域以及东海北部开展了大面生物及

环境调查。调查航线设计采用系统式预定航线, 航线

包含自北而南 19 个平行断面、120 个站位, 站位按

0.5°×0.5°设定。根据唐启升(2006), 整个调查海区分

为黄海北部、黄海中部和黄海南部以及东海北部近海

和外海共 5个分区(图 1a)。渔业生物及大型水母采用

渔业底拖网采集。渔业底拖网网具袖网宽度为 25m, 

囊网网目为 24mm, 其它网具参数见唐启升(2006)。

除少数站位受恶劣天气影响致使拖网时间略短外 , 

大多数站位拖网时间为 1h, 拖速控制在 3kn左右。各

站位水深、水温和盐度使用 Seabird219型 CTD测定, 

表层和底层水温、盐度分布见图 1b—图 1e。海上测

定记录水母和渔业生物的种类、湿重、个数, 取样测

定水母伞径(cm)。由于大型水母的体径大小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本文暂根据常用的大型浮游动物个体标准

(>2cm)(Lenz, 2000), 将直径大于 2cm 的水母种类归

入大型水母进行分析。 

1.2  生物量估算 

生物量估算借助渔业资源评估扫海面积法(唐启

升, 2006)。首先估算各分区 i(以各站位为中心的 0.5°× 

0.5°分区)的水母及主要渔业生物生物量密度和生物

量, 即:  

ρi = Ci / αi q             (1) 
Bi = ρi × Ai              (2) 

ρi为第 i分区/种类的生物量密度(kg/km2); Ci为底

拖网渔获量(kg); αi 为网具取样扫海面积(km2), 由网

口宽度乘以实际拖距得到。q 为网具的捕获系数, 游

泳生物取值 0.5, 水母类游泳能力较弱、取值 1。Ai

为各分区面积。 

网具网口宽度多随水深有所变动。基于唐启升

(2006)的测试数据, 李凡等(2008)建立了网口宽度与

水深的回归方程式:  

网口宽度(m) = 0.12 ×放网水深(m) + 15.7。 

以各站位为中心的分区面积 Ai估算公式为:  

Ai = 900cosθi              (3) 
其中 θi 为分区的中心纬度。 

总生物量 B为各分区的生物量 Bi的总和, 即 

   B = ΣBi               (4)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见图 2。整个调查海区采集到的水母有: 水螅虫

总纲自育水母纲硬水母亚纲的四叶小舌水母(Liriope 

tetraphylla)、水螅水母纲中软水母亚纲的多管水母

(Aequorea spp.)和瘤手水母(Tima formosa); 钵水母纲

旗口水母目的白色霞水母(Cyanea nozakii)和紫色霞

水母(Cyanea purpurea)、洋须水母(Ulmaridae, Zhang 

et al, 2012)一种, 以及根口水母目的沙海蜇(Nemopi-

lema nomurai)。另有一未知水母、种类待定。因紫色

霞水母出现频率和数量较少、且常与白色霞水母一起

出现 , 因而将两种并于霞水母(Cyanea spp.)进行阐

述。数量较多的种类有四叶小舌水母、多管水母和霞

水母、洋须水母和沙海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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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海域站位及分区、温度和盐度以及渔业生物资源密度的地理分布 
Fig.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of sampling stations, divisions of the survey area,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stock density of fisheries 

(excluding jellyfish) 
a. 站位、分区及水深(m)线分布; b. 表层海水温度(°C); c. 底层水温度(°C); d. 表层海水盐度; e. 底层海水盐度; f. 鱼类生物资源密度

(kg/km2)。DI:黄海北部; DII: 黄海中部; DIII: 黄海南部; DIV: 东海北部外海; DV: 东海北部近海 

 
2.2  个体大小分布 

各种水母伞径大小呈正态分布 , 显示为单峰型

(图 3)。洋须水母的个体介于 9—25 cm、均值为

(15.47±3.37)cm; 黄海的多管水母的伞径介于 3—12 

cm, 均值为 (7.74±3.65)cm; 东海北部的多管水母较

黄海的个体大 , 伞径介于 6—18 cm, 均值为

(11.67±4.32)cm; 5月采集到的沙海蜇数量少、个体小, 

没有采集到成熟水母体, 其个体介于 2.5—36 cm 间, 

均值为(12.7±6.20) cm; 霞水母的个体介于 15—60 cm

间, 均值为(40±14.17)cm; 四叶小舌水母的个体介于

2—6 cm, 均值为(3.71±1.05) cm。 

各水母的平均伞径分布如图 4 所示。由西往东, 

随底层水温的降低, 洋须水母伞径有所增加(图 1c 和

图 4a)。伞径小于 5cm 的沙海蜇多出现于底层盐度

31—32.5 的区域。图 4b 中, 多数站位的沙海蜇平均

直径<15cm, 沙海蜇的平均伞径总体分布趋势以

123.5°N—124.5°N为中心, 分别向东、济州岛南侧以

及向西、长江口近岸两侧增加。霞水母出现的个体不

多, 结合图 1b、图 1c 和图 4c, 其伞径随离岸、温度

降低而逐渐减少。黄海和东海北部的多管水母伞径均

表现为由西向东逐渐增加的趋势。四叶小舌水母的平

均伞径分布相对均匀、均值为 4cm。 

2.3  生物量密度分布和生物量估算 

各大型水母种类的生物量密度地理分布特征为: 

黄海北部和中部东侧主要为洋须水母, 高密区(生物

量密度>1000 kg/km2)位于黄海中部 36ºN 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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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年 5月黄海和东海北部采集水母海上照片 
a. 洋须水母; b. 沙海蜇; c. 霞水母; d.多管水母; e. 四叶小舌水母; f. 瘤手水母; g. 未知水母 

Fig.2   Photo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during May 2015 
a. Ulmaridae; b. Nemopilema nomurai; c. Cyanea spp.; d. Aequorea spp.; e. Liriope tetraphylla; f. Tima formosa; g. Unknown species 

 

图 3  2015年 5月黄海和东海北部大型水母个体伞径大小百分比分布。a. 洋须水母; b. 沙海蜇; c. 霞水母; d. 黄海中部的

多管水母; e.东海北部的多管水母; f. 四叶小舌水母 
Fig.3  Occurring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bell diameter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during May 2015. a. Ulmaridae; b. Nemopilema nomurai; c. Cyanea spp.; d. Aequorea spp. in the Yellow Sea; e. Aequorea spp.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f. Liriope tetraphy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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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年 5月黄海和东海北部大型水母伞径(cm)和生物量密度(kg/km2)地理分布。a. 洋须水母; b. 沙海蜇; c. 霞水母; 

d. 多管水母; e. 四叶小舌水母 
Fig.4   Distributions of bell diameters (contours) and biomass (circle)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during May 2015. a. Ulmaridae; b. Nemopilema nomurai; c. Cyanea spp.; d. Aequorea spp.; e. Liriope tetraphylla 
 

124ºE 东侧(图 4a); 黄海中部西侧主要为多管水母, 

其生物量密度一般<200 kg/km2 , 但在邻近 121.5ºE、

35.5ºN 区域有>20000 kg/km2极高密区(图 4d)。东海

北部为多管水母、霞水母、沙海蜇和四叶小舌水母。

沙海蜇集中出现于 31ºN—33ºN、东海北部与黄海南

部交汇区(图 4b), 其生物量密度介于 1—200 kg/km2; 

霞水母出现于 31ºN 以南东海北部近岸、近长江口岸

西侧水域, 其生物量密度介于 80—300 kg/km2 (图 4c); 

多管水母在东海北部分布较广 , 在近岸和外海水域

都有分布, 未出现类似于黄海中部的极高密区(图 4d), 

该种出现站位的生物量密度介于 1—300 kg/km2。 

由表 1和图 5, 5月的整个调查区域, 大型水母的

总生物量近 6 万 t。各调查分区中, 以黄海中部的水

母生物量密度和总生物量最高 , 该分区水母生物量

密度>1000 kg/km2、总生物量超过 5万 t; 其次为东海

北部近岸; 黄海南部水母生物量密度和生物量最低。

出现的水母中 , 以黄海中部的多管水母的生物量最

高, 其次为黄海中部的洋须水母。东海北部外海以多

管水母和沙海蜇的生物量较高 ; 东海北部近岸水母

生物量主要由沙海蜇和霞水母组成。 

2.4  与其它渔业生物、底层水温、盐度关系 

本次调查 , 利用扫海面积法估算的鱼类、头足

类和甲壳类的总生物量为 7.5 万 t, 其中鱼类生物量

评估值为 5.1万 t。东海北部总生物量高于黄海各分

区的相应值(图 5)。在黄海, 以中部的鱼类生物量最

高。与上述渔业生物生物量相比较, 除黄海中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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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 5 月黄海和东海北部大型水母生物量估算 
Tab.1  Biomass estimation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5 

 分区 
洋须水母 
Ulmaridae 

沙海蜇 
Nemopilema nomurai

霞水母 
Cyanea spp.

多管水母 
Aequorea spp.

四叶小舌水母 
Liriope tetraphylla 

水母总计 

黄海北部 17.33 — — — — 17.33 

黄海中部 266.11 — — 1101.03 — 1367.13 

黄海南部 0.79 0.29 — 1.52 — 2.85 

东海北部外海 — 26.20 — 32.16 0.51 41.00 

平均生物 

量密度 
(kg/km2) 

东海北部近岸 — 17.84 49.88 6.77 5.28 79.78 

黄海北部 688 — — — — 688 

黄海中部 10572 — — 43743 — 54315 

黄海南部 31.59 11.57 — 60.34 — 113.18 

东海北部外海 — 1043.16 — 1280.69 20.30 1632.57 

东海北部近岸 — 711.58 1989.25 269.86 210.75 3181.43 

总生物量 
(t) 

总计 11291.59 1766.31 1989.25 45353.89 231.05 59930.18 

 

图 5   2015年 5月黄海和东海北部大型水母和渔业生物生物量(t)和密度(kg/km2)相对组成。Fish: 鱼类; Crustacea: 甲壳类; 

Cephalopoda: 头足类; Jellyfish: 水母类。图中横坐标 DI-DV分别代表黄海北部、黄海中部、黄海南部及东海北部外海、

东海北部近海 
Fig.5  Relative biomass and stock density compositions of jellyfish and other fishery organisms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5. The DI-DV on the X-axis stand for the divisions of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 of the Yellow Sea, and offshore, inshore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其它四分区的水母生物量均小于鱼类生物生物量。黄

海中部的水母生物量远超过该区域内其它渔业生物

相应值, 是后者的 4.22倍; 黄海南部水母生物量所占

比例较低, 仅为该分区上述三类渔业生物的 1%, 其

它三个分区的水母生物量约占各分区的总渔业生物

生物量的 10%。 

对比图 1f和图 4, 霞水母和部分多管水母出现站

位为渔业生物高密区(>750 kg/km2), 洋须水母密集区

的鱼类生物生物量密度较低(<100 kg/km2), 其它水母

密集出现的水域为渔业生物生物量密度次高密集区

(介于 125—250 kg/km2)。 

调查区底层水温介于 4.6—20.2°C、盐度介于 29.8— 

34.3。以洋须水母出现站位的水温最低、霞水母出现

的盐度和温度最高。洋须水母的高密区的底层水温和

盐度分别是 7°C和 32.7。沙海蜇分布的底层水温范围

介于洋须水母和霞水母之间、但其分布的盐度范围低

于洋须水母相应值。沙海蜇最高生物量出现的站位的

底层温度和盐度分别为 12.76°C 和 32.67。四叶小舌水

母出现的温度也较高且其出现的盐度范围较广。 

从相关性分析来看 , 除霞水母与所分布域的底

层水温呈显著正相关外, 其它水母与底层水温、盐度

和鱼类密度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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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母生物量与底层温度、盐度范围及鱼类分布的相关性分析 
Tab.2  Correlation between jellyfish and bottom sea water temperature (BST), salinity (BSS) and non-gelatinous fishery organisms 

相关性分析 
种类 底层温度(BST)范围 底层盐度(BSS)范围 

BST BSS Fish 

洋须水母 Ulmaridae 5.37—9.67 32.11—33.39 –0.10 0.03 –0.10 

沙海蜇 Nemopilema nomurai 10.82—17.68 29.84—32.67 –0.24 0.27 0.28 

霞水母 Cyanea spp. 16.98—19.32 33.50—34.30 0.90* 0.71 –0.44 

多管水母(黄海)Aequorea spp. (in the YS) 7.33—12.62 31.34—32.69 –0.47 –0.49 –0.16 

多管水母(东海)Aequorea spp. (in the ECS) 10.82—17.20 30.23—33.55 –0.16 0.25 0.10 

四叶小舌水母 Liriope tetraphylla 15.05—17.68 29.84—33.30 0.39 0.26 0.37 

*显著相关(P<0.05) 

 

3  讨论 

除瘤手水母和一未知水母外 , 本文中所述及的

其它水母均为该季节黄海和东海北部区域内的常见

种类(Zhang et al, 2012)。总体而言, 5月黄海及东海北

部海区, 大型水母分布具有明显地理区域性, 以黄海

中部水母生物量最高。主要出现的水母种类的分布由

北向南、由西向东分别为: 洋须水母、多管水母、沙

海蜇、多管水母和霞水母。其中, 洋须水母主要分布

于黄海中、北部 50m水深以深的东侧水域; 多管水母

主要分布于黄海中部 50m 水深以浅的西侧, 及在整

个东海北部都有出现, 其高密区位于 31°N 以南; 沙

海蜇主要分布于黄、东海交汇区 31°N—33°N 间; 四

叶小舌水母和霞水母较为集中出现于 31°N 以南、

123°E以西近海。各水母种类的高密区的底层水温按

洋须水母、沙海蜇、四叶小舌水母、霞水母依次升高。

东海多管水母分布区的底层水温与沙海蜇分布区相

近; 黄海多管水母分布区的底层水温较洋须水母分

布区略高。霞水母和洋须水母多出现于相对高盐区域, 

多管水母次之; 沙海蜇和四叶小舌水母较其它水母

的适温范围更宽。 

黄、东海 4—5月以多管水母生物量居多(程家骅

等, 2005)。从拍摄的海上照片来看, 多管水母可能包

含 3 种以上, 因技术原因未加以区分。5 月正值多管

水母旺发季节 , 该种类在沿岸站位(水深<50m)出现

的频率和生物量很高 , 但有关该水母类在黄海生态

学研究报道仅见 Zhang等(2012)。这可能由于该水母

类并非经济种类, 且个体小、透明, 较其它种类含水

量大、脆, 拖网过程受机械挤压易破碎, 不会像沙海

蜇或霞水母聚集后堵塞渔网 , 而且该水母的粘糊残

碎部分可以通过海水冲洗及筛滤而分离出去 , 对渔

业生产影响较小, 因而并未受到较多的关注。多管水

母主要摄食鱼卵、桡足类及包括其它水母在内的胶质

浮游生物。根据本文研究结果(表 1), 5月多管水母在

黄海中部的生物量超过 4 万 t, 接近此季黄海和东海

北部海区内所有鱼类生物资生物量。以该水母类含水

量为 96%—97%和干重含碳量 3.15% (Zhang et al, 

2012; 王彦涛等, 2012)估算, 黄海中部的多管水母碳

含量为 50—60t。如果按照 10%同化率、浮游动物鲜

重含水量 80%和干重含碳量 40%的均值计算, 则黄海

中部的多管水母现存量至少需要 90—100 mg/m2饵料

浮游生物支持。由唐启升(2006), 黄海中部的饵料浮

游生物生物量较低, 1998 年 5 月黄海中部(调查站位

平均水深 65 m)的饵料浮游动物生物量平均不足

1000 mg/m2。假设不考虑年度差异, 可粗略地认为黄

海中部多管水母的现存量需要近 1/10 的饵料浮游动

物生物量来支持。因此, 春季, 多管水母在黄海中部

的旺发对海域内浮游生物群落存在着很大的摄食压

力, 其在该海域生态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应不容忽视。

多管水母在东海北部也是一类季节性旺发的水母(周

永东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5)。图 4d显示东海北部

多管水母的密集区与之前报道的济州岛南侧 , 长江

口外和舟山外 30°N 以北分布区域(周永东等, 2004; 

Zhang et al, 2012)基本相符。此外, 本文图 4d中东海

北部的多管水母较黄海中部的伞径要大 , 且多管水

母伞径分布与长江口和浙江外墨绿多管水母

(Aequorea coerulescens)伞径分布相似 , 均为随离岸

而增大(王彦涛等, 2012)。究其原因, 可能是温度越

高、离发生源地越远的站位, 多管水母的伞径会相对

较大(王彦涛等, 2012)。 

沙海蜇广泛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以及日本海、

瀬瀬鄂霍次克海、 内海和西太平洋(Omori et al, 2004; 

Kawahara et al, 2006; Uye, 2008; Yoon et al, 2008; 
Dong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2)。其夏、秋季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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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聚集 , 对渔业生产危害特别大 , 因而近年来受到

中、日、韩三国学者的格外关注。根据野外生态调查

和物理模式分析结果, 黄、东海沙海蜇多出现于 5—

12 月的 30°N以北海域, 幼体最早发现于黄、东海交

界处、长江口外海域, 之后水母体分布范围向北、东

北向扩展, 个体也逐渐增大, 10—12月生物量急剧减

少、分布范围回缩; 东海北部、长江口外水域是黄、

东海沙海蜇旺发的起源地已基本形成共识 , 但该来

源地的具体地理分布范围还存在着一定分岐(程家骅

等, 2004; 孙松, 2012; Yoon et al, 2014; Kitajima et al, 

2015; Sun et al, 2015)。Sun 等 (2015)在长江口外

31.50°—33.00°N、122.00°—122.75°E发现有沙海蜇蝶

状体的分布。Toyokawa等(2012)在该区域外的东侧和

西北侧(32°12.30′N, 123°12′E; 34°05.8′N, 121°50.00′E)

也曾报道发现蝶状幼体。本文调查范围未包括 Sun等

(2015)研究中 123°E 以西的水域, 而且受采样方式所

限, 无法采集到伞径小于 2cm的个体。但就目前的调

查而言, 出现许多幼水母(伞径<5 cm)中心区域主要

位于 123.5°—124.5°N。此区曾在 2011年 5月发现有

蝶状幼体(Toyokawa et al, 2012)。沙海蜇旺发时间、

年份及扩散分布往往受黄海冷水团、长江冲淡水等强

弱消长、风和海流、温度和盐度分布、食物丰度的作

用(Yoon et al, 2008, 2014; Moon et al, 2010; Kitajima 

et al, 2015), 它的生物量和密集区等具有明显的年间

变化(丁峰元等, 2007; Sun et al, 2015)。黄、东海的沙

海蜇虽有广泛的温度(7.5—28°C)和盐度(28.6—34.7)

适应性 , 但其幼水母体更偏向于分布于相对高温低

盐水域(李建生等, 2009; 王彬等, 2013)。本文结果显

示沙海蜇幼水母体分布中心的底温为 15—16°C、底

盐介于 31.5—32(图 1c、1f和图 4b), 这与 Sun等(2015)

观察蝶状幼体出现的底层水温 16.4°C 和底层盐度

31.4基本相近。在此, 作者认为长江口外沙海蜇发生

源地应受水文分布影响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地理分

布年间差异。 

与沙海蜇相似 , 霞水母也主要发生于长江口及

邻近海域(孙松, 2012)。但霞水母生态习性更偏暖水

高盐(Dong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2; 王彬等, 

2014), 与温度表现了显著的正相关(表 2)。它在东海

主要分布于 31ºN 以南的暖水高盐水域(周永东等 , 

2004; 程家骅等, 2005; Zhang et al, 2012), 从地理分

布上可以容易地与沙海蜇区分开来。表 1中霞水母在

东海北部的生物量仅为 49 kg/km2, 远低于 2007年同

期的平均生物量 380 kg/km2 (Zhang et al, 2012), 这可

能因为本文的调查范围仅限于 30ºN 以北离岸水域, 

并未涉及浙江中部近岸高密集区 (周永东等 , 2004; 

Zhang et al, 2012)。 

本次调查出现的洋须水母个体较大, 多为成体, 

其主要分布在北黄海和南黄海的水深>50m、底层水

温<9°C 的冷水区域, 这是因为该种类是适温范围较

窄的冷水性种类 , 主要分布在黄海冷水团控制的中

部水域(Zhang et al, 2012)。与已报道的该种适温范围

(7.67—11.93 ºC) (Zhang et al, 2012)相比较, 本文发现

该种可出现于更低温的冷水水域 , 底层水温的最低

域值可达 5.37°C, 且其高密集区的底层水温 7—8°C

和盐度 32—33(图 4 和图 1)亦低于 Zhang 等(2012)报

道的 9—10°C和 33—34。 

除上述水母外 , 长江口近岸水域春季还出现斑

块状聚集的四叶小舌水母(Zhang et al, 2012)。该水母

个体较小(<6cm), 对渔业生产影响较小, 故不易受关

注, 受采样网具采集效率所限, 本文估算该种的生物

量远小于实际值。 

很多研究表明, 6 月之后东海北部夏、秋季水母

的旺发往往伴随着渔业资源量的下降以及渔业生物

群落结构的改变(陈卫平等 , 2007; 单秀娟等 , 2011; 

李建生等, 2015); 但 5月大型水母分布与渔业生物并

不表现显著相关(单秀娟等, 2011)。从本文结果来看, 5

月黄海和东海北部的分区中, 水母生物量高的区域, 

鱼类生物的生物量也并不低(图 5)。各水母的资源密

度分布并未与水温、盐度及渔获生物量表现出显著的

相关性 , 水母对鱼类生物的生物量分布的作用并不

清晰。可能的解释是, 5 月是许多鱼类孵育、种群补

充的季节 , 我们在实际渔获生物中发现了许多仔稚

幼鱼, 但它们并不构成渔获生物生物量主体。夏、秋

季, 水母数量及分布区域的快速增加, 对鱼类补充群

体形成巨大的摄食压力和食物竞争 , 由此可能引起

渔业生物资源量和生物群落结构的明显改变。 

4  结语 

从本文大型水母的种类组成及生物量分布格

局可以看出, 2015年 5月黄海和东海北部各大型水

母分布表具有很明显的地理偏好性。这一时期内对

渔业生产危害较大的沙海蜇尚处于种群补充初期, 

个体小、数量少。水母的生物量主要贡献者为多管

水母。5 月, 水母总生物量虽然远低于其它报道中

的夏秋季 , 但其与当月的其它渔业生物生物量评

估值相当 , 因此黄海和东海北部水母对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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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它生物摄食压力和食物竞争力应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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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IN THE YELLOW 
SEA AND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MAY 2015 

ZUO Tao1, 3,  WANG Jun1, 2, 3,  WU Qiang1, 3,  YUAN Wei1, 3,  LUAN Qing-Shan1, 3 
(1.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00, China;  
3. Key Laboratory for Developmental Utilization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China,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pecies composi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large jellyfish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ditional 

jellyfish blooming season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a comprehensive fishery survey wa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aboard the R/V Beidou in May 2015. Jellyfish were sampled using a bottom trawl in codend net mesh size 24mm 

in 120 stations ranging 30°N—39°N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The dominant large 

jellyfish species, their bell size, and biomass were recorded. Jellyfish included Ulmaridae, Aequorea spp., and Cyanea spp., 

Nemopilema nomurai, Liriope tetraphylla, and a species of Ulmaridae. The bell size frequency of these species followed 

normal distributions with a single peak. In addition, the total biomass of large jellyfish was estimated for about 59 000 t, 

mostly Ulmaridae and Aequorea spp.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Yellow Sea. Ulmaridae and Aequorea spp. were the most 

common and abundant species in the Yellow Sea, but the former was limited mainly in 50 m and deeper waters, while the 

latter preferred to the shallower water in the depth less than 50m. In addition, Aequorea spp. also occurred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N. nomurai, Cyanea spp. and L. tetraphylla were commo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Most individuals of N. nomurai were juvenile medusa, and they occurred in a narrow 

transition area (31°N—33°N) betwee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Cyanea spp. concentrated from inshore to the 

south of 31°N in the East China Sea. L. tetraphylla abounded in a few inshore stations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N. nomurai and L. tetraphylla were eurythmic in a wider temperature range. Aequorea spp. in the Yellow Sea preferred 

slightly warmer waters than Ulmaridae, but they presented higher temperature adaptability similar to N. nomurai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China Sea. The bottom water temperature where species occurred frequently increased were in turn: 

Ulmaridae, N. nomurai, L. tetraphylla, and Cyanea spp. Comparatively, Cyanea spp. and Ulmaridae were adapted to higher 

salinity than other species. 

Key words    jellyfish;  biomass;  spatial distribution 


